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父母的就业质量
———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证据

□ 邓 睿 冉光和

内容提要 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模式的普及，子女随迁至务工地逐渐成为农民工家

庭新的迁移决策理性，也影响着其在迁入地的劳动行为偏好及就业质量。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假

设的基础上，基于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子女随迁

的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无论是长子（女）随迁还是全部子女随

迁，子女随迁均显著促增了农民工父母的就业质量。 同时，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群内异质效应：从家庭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男性和多子女家庭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从工作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雇主身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更积极

的提升效用，而且对中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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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回顾

如果说 “人的城镇化” 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

“乡—城”移民的“市民梦、安居梦、乐业梦”，那么

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相对稳

定的工作则是圆梦的现实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明确指出， 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

业政策， 重点促进农民工等群体多渠道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就业质量综合反映了农民

工城市务工的职业发展状况， 是影响这一群体从

候鸟性迁移向永久性迁移转变的基础， 因而引发

了政策层面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和职

业发展状况相对应， 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家

庭迁移特征也发生显著变化， 尤为体现在流动模

式上， 子女随迁和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占比越来越

高①（Fan et al.，2012）。 相较于个体迁移，子女随迁

的农民工具有更为明显的家庭决策属性， 这种迁

移模式将影响农民工在迁入地的劳动行为偏好及

工作生活（王春超，2017）。 事实上，子女随迁和就

业质量集中反映了农民工实现稳定城市化过程中

的家庭完整性和职业发展稳定性（檀学文，2012），
而家庭完整性又是影响职业发展稳定性的重要因

素，只有在家庭完整性基础上实现就业稳定的市民

化，才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根本诉求。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家庭完整性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

视角，考证核心议题：以家庭完整性为决策理性的

子女随迁行为是否会影响农民工父母的城市就业

质量？
从家庭完整性角度来看， 自明瑟尔提出家庭

化迁移概念以来， 较多的文献研究了农民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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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女随迁决策问题，相关研究呈现出两大热点：
一方面是集中考察农民工家庭子女随迁决策的内

在驱力及影响因素（宋锦等，2014），另一方面则转

向随迁决策的对立面，即留守决策对子女健康、教

育、身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Zhang et al.，2014；Xu
and Xie，2015）， 以及子女留守对父母返乡的拉力

作用机制（刘庆玉，2015）。 仅有极少数文献关注子

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城市行为偏好的影响， 且主

要聚焦在农民工的家庭消费以及主观融入感方面

（胡霞等，2016；王春超等，2017），尚未拓展到对农

民工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果影响的讨论上来。 从职

业稳定性角度来看， 关于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的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就业

质量影响因素———个体特征、工作经历、社会资本

等方面展开（张艳华等，2013；明娟等，2015），缺乏

对家庭因素的系统关注。 农民工的城市劳动行为

偏好不仅基于经济理性最大化， 而且与社会理性

和情感理性紧密联系， 特别是与子女相关的因素

在家庭行为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无论是

从家庭完整性视角出发分析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

市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影响， 还是从职业稳定性视

角回溯探讨农民工城市就业质量提升的家庭因素

驱动机制，都亟待新的相关数据予以论证。
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利

用国家卫计委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

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 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

实证分析子女随迁这一家庭化迁移行为对农民工

城市就业质量的影响， 并基于家庭特征和工作特

征简要分析该影响过程可能存在的异质性， 最后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对本文的实证结果进行

稳健性检验。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子女随迁这一家庭化迁移行为是否有助于提

升农民工父母的就业质量， 可以从父母通过该决

策所获得的效用展开分析。 考虑到家庭完整性的

影响， 农民工父母在城市就业获得的效用主要源

于以下方面： 一是城市务工相比于农村务农所带

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增加； 二是城市偏好及认

同所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三是父母从子

女处所获得的效用。 无论农民工父母是否将子女

随迁至务工地，通过“乡—城”迁移所获得的前两

部分就业效用是基本一致的， 但因家庭随迁决策

所带来的第三部分效用可能有所不同。 其一，家庭

伦理赋予了家庭成员相应的责任， 尤其促进了家

庭分工细化，使个体必须履行相应的家庭义务。 子

女留守造成父母的事实抚育责任缺位， 使农民工

产生“有养无教”的身份“合宜性”压力（熊景维等，
2016）。 而子女随迁顺应了家庭伦理的规范驱动，
其通过弥补家庭成员分离的缺憾， 促进农民工主

观福利效用的提升，这种“家庭团聚”的规范效应

将刺激城市劳动供给意愿的强化， 进而会影响城

市就业质量。 其二，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对家

庭 成 员 相 对 剥 夺 感 的 认 知 显 著 影 响 迁 移 动 机

（Stark and Taylor，1991）。 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
的亲子相随决策来缓解子女在公共服务享受上的

剥夺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留城意愿、城市归属

感以及认同感（熊景维等，2016），城市人身份认同

对个体行为动机的规范、 对个体就业选择集的扩

展以及身份外部性效应， 都将显著影响农民工的

劳动供给意愿， 进而影响就业质量 （卢海阳等，
2016）。 其三，相较于留守子女，随迁子女因父母更

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而获得更多效用， 农民工父

母自身效用也因子女效用的增加而增加（Rosen-
zweig and Zhang，2009）。 同时这种消费回报所带

来的效用满足将有效提高农民工父母在城市工作

的积极性（胡霞等，2016）。 某种意义而言，子女随

迁行为带来的务工地家庭消费的增加， 不仅从经

济压力层面促使农民工父母更加进取地进行城市

就业， 也从主观动力层面激励他们为维持和延续

这种效用而不断努力工作， 同样有利于促进这一

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子女随

迁对农民工父母的城市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增

效应。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还可能与

这一群体的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紧密相关。 从家

庭特征来看， 女性因其在家庭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主要承担哺育子女的职责， 家庭生产时间的延长

往往会影响女性就业选择， 使得女性和男性在劳

动 力 市 场 中 的 参 与 决 策 存 在 差 异 （Meng et al.，
2016）；同时，子女数量也影响父母的劳动时间投

入乃至工资水平（张川川，2011）。 对于农民工家庭

而言，子女随迁势必带来抚育责任的进一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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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数量也影响农民工父母的抚育时间投入，这

些因素都可能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以及就业质量

产生差异化影响。 此外，农民工劳动时间本身存在

一定的群体性和职业性差异（潘泽泉等，2015），不

同工资水平的农民工为获取就业待遇所需进行的

劳动供给也不尽相同。 子女随迁将引发农民工父

母进行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再分配， 而这对具

有不同工作特征的农民工的劳动行为乃至就业质

量也可能产生差异化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基于不

同的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

母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三、实证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实证模型

首先分析农民工父母的子女随迁决策。 农民

工是否决定让 子 女 随 迁 至 务 工 地 受 多 种 因 素 影

响，是具有强烈个体属性的决策过程，观测结果为

随迁（Di=1）和不随迁（Di=0）两种。 假设农民工是

风险中性的且追求整体效用最大化， 则其将通过

比较两种路径带来的预期收益差值（Dc
i ）从而做出

相应随迁决策。 由于两种决策的预期收益都是主

观的，收益差值也就无法观测，通常借助潜变量模

型来分析农民工的子女随迁决策行为：

Dc
i=Zi δ+μi Di=

0，Dc
i≤0

1，Dc
i＞

≤
0

（1）

（1）式中 Dc
i
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Zi 各类特征

变量，δ 为待估参数，μi 为决策方程的误差项，表示

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因素。
假设（1）式误差项 μi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则农

民工做出子女随迁的概率可表示为：

P（Di=1｜Zi）=P（D
c
i＞0）＝P（μi＞-Zi δ）=P（μi＜-Zi δ）

=Fμ（Zi δ） （2）
（2）式中 Fμ（·）为 μi 的累积分布函数。
进一步分析子女随迁决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影响。 假设农民工就业质量 Yi 是影响农民工就

业质量的外生解释变量 Xi 与子女随迁决策 Di 的

线性函数，设定回归方程为：
Yi=Xiα+Di β+εi （3）
（3）式中 Di 为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二分类

变量，α 和 β 为待估系数，εi 为随机误差项。 如果

决策变量 Di 外生，可直接运用 OLS 估计分析子女

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但子女随迁决策

受诸多因素影响并不是随机的， 通常是一种自选

择行为；而且（1）式中的误差项 μi 和（3）式中的误

差项 εi 两者包含的不可观测信息可能会同时影响

子女随迁与就业质量，进而导致 corr（μi，εi）≠0。此

时使用 OLS 估计的回归系数将有偏误。 目前一般

使用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TEM）
来消除选择偏差带来的估计偏误。

（二）计量方法

处理效应模型（TEM）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子女

随迁决策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风险， 综合考虑

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对随迁决策和就业质量的

影响， 而且可直接估计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对其

城市就业质量影响的边际效应。 处理效应模型的

第一阶段为子女随迁决策方程（1），第二阶段为就

业质量方程（3），决策方程（1）中的 Zi 和就业质量

方程（3）中的 Xi 可以有重叠的变量，但为了保证

TEM 模型可识别，Zi 中至少有一个变量如 Z1i 不在

Xi 中。 进一步假设 Cov（Z1i，εi）=0，即虽然 Z1i 影响

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 Di， 但并不直接影响就业质

量 Yi（只通过 Di 间接影响），故 Z1i 被视作 Di 的工

具变量。 在具体处理效应估计中，ρμε 为子女随迁

决策方程误差项 μi 和就业质量方程误差项 εi 的

相关系数，ρμε≠0 为模型内生性根源，如果 ρμε 在统

计意义上显著， 则表明模型存在由不可观测因素

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此时的估计效果，TEM 要优

于 OLS。
TEM 估计结果反映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

质量的平均影响，而现实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子女

随迁决策对就业质量期望的影响， 还要关注子女

随迁决策对就业质量分布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异质

效 应 ， 此 时 需 借 助 分 位 数 处 理 效 应 （Quantile
Treatment Effect，QTE）进行估计。 鉴于此，本文拟

使用基于倾向得分权重的半参数无条件分位数处

理效应（UQTE）估计方法（Frolich and Melly，2013）
考察子女随迁决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分位数处

理效应。 由于变量 Di 很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在

分位数处理效应估计时需借助工具变量识别因果

效应，对于存在二元工具变量 z 的情况，Frolich 和

Melly（2013）给 出 了 含 内 生 处 理 变 量 的 UQTE 估

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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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赞 IV，△赞
τ
IV）=arg minΣWFM

i ×ρτ（Yi-α-Di△） （4）

其中 WFM
i = zi-Pr（z=1｜Xi）

Pr（z=1｜Xi）｛1-Pr（z=1｜Xi）｝
（2Di-1）。

（4）式中（α赞 IV，△赞
τ
IV）是一个含有权重的双变量

分位数回归估计量，可以看出 αIV+△
τ
IV只从 D=1 的

观 测 值 中 被 识 别，αIV 只 从 D=0 的 观 测 值 中 被 识

别， 因此该估计相当于针对 D=1 和 D=0 观测值，
分别在最小化函数中赋予不同的权重， 然后运用

两个单变量加权分位数回归进行估计， 以此纠正

协变量的选择偏差问题。

四、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卫计

委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中的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该调查在北京、青

岛、厦门、嘉兴、深圳、中山、郑州、成都等八个城市

展开，抽样调查样本包含了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 迁移特征以及社会融合情况等重要信

息。 虽然专题调查涉及的城市不是随机抽取的，但

基本覆盖了东、中、西部区域且样本量较大（16000
个样本），同时通过 PPS 抽样选取城市（社区）内样

本，使得该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由于本文主要

研究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影响，从

中筛选出务工经商和随同流动且目前有工作的样

本， 然后根据户籍属性进一步筛选出属于 “乡—
城”流动的农民工样本。 本文重点考察有子女的农

民工样本情况， 保留了有小孩且最小子女的年龄

在 16 周岁以下的农民工样本②， 剔除了遗漏重要

信息变量的样本，最终共得到 7223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指标框架借鉴了

Erhel（2015）等的客观就业指数，主要从收入、工作

时间、 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四个维度确定相关指

标：收入主要用“月工资水平”表示；如果高收入是

由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换取的，显然不能代表就业

质量的提升， 因此工作时间也是就业质量衡量中

需考虑的指标，用“周工作小时数”表示；劳动合同

反映农民工就业的稳定程度，用“是否签订固定或

长期劳动合同”表示；社会保障反映农民工就业期

间的福利待遇，选取“是否拥有城镇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来衡量。 就业质量测量主要参考多维就业

质量指数（Leschke & Watt，2014），首先对就业质

量涉及的各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xequ
ij =（xij-minj）/（maxj-minj） j=1，2，3，4，5 （5）
xequ
ij 为标准化后的客观指标，i 为农民工个体，j

为各测量指标 （其中社会保障维度包括养老和医

疗保险两个指标），minj 和 maxj 分别为 j 指标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 需注意的是，收入、劳动合同、养老

和医疗保险为正向指标，而工作时间为负向指标，
过长的工作时间将降低农民工的就业幸福感，这

里应对工作时间指标进行 1-反向处理。 在此基础

上采用等权平均法加权计算， 从而获得农民工的

客观就业质量指数③：

equ= 1
5

5

j = 1
Σxequ

i （6）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子女随迁对

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影响。 子女随迁主要指农

民工父母从老家迁移到务工地时将子女带到身边

共同生活。 本文将子女随迁决策定义为二元虚拟

变量， 农民工父母将子女带入务工地共同生活取

值为 1，留在户籍地或其他地方生活取值为 0。 需

注意的是， 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随迁模式包括全部

子女随迁、长子（女）随迁、部分子女随迁部分子女

留守几种。 从样本统计结果来看，全部子女随迁和

长 子 （女 ） 随 迁 样 本 占 总 样 本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61.14%和 63.33%，这可能是由于总样本中独生子

女样本占比较高（接近 60%）；而部分子女随迁部

分子女留守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仅为 5%左右。 因

此实证模型主要考虑长子（女）随迁和全部子女随

迁两种模式，而在扩展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比较了

其他随迁特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可能存在的影响。
3. 控制变量。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工作特征等。 考虑到相应经

济理论、已有文献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研究将性

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配偶年龄、配偶教

育、配偶随迁、老家田地、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工

作区域、职业属性、行业属性、培训作为影响农民

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变量以及就业质量方程的控制

变量。 同时，本文选用城市规模④和失业率来控制

地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其理由在于，不同规模城市

针对流动子女随迁的公共政策供给以及就业资源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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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能力不同， 需考虑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子女

随迁决策以及就业质量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失

业率反映所属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
不仅影响农民工个体的就业机会及就业质量，也

影响农民工家庭随迁决策。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五、实证结果

（一）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处理

效应估计结果

在进行处理效应估计时首先需为处理变量即

子女随迁决策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

必须与子女随迁行为有关， 同时并不直接影响农

民工就业质量。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农民工

所在社区的平均子女随迁率作为农民工个体子女

随迁决策的工具变量。 使用社区层面指标作为个

体指标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的方法已在一些文献

中得以使用（王春超等，2017）。 就本研究而言，社

区层面的平均子女随迁率一般与所在社区农民工

个体的随迁决策紧密相关， 因为社区朋辈群体的

子女随迁行为很有可能通过同群效应影响自身的

子女随迁决策， 但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个体

的就业质量。
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通过 2SLS 回归发

现，长子（女）随迁和全部子女随迁两个模型中，第

一 阶 段 回 归 的 稳 健 F 统 计 值 分 别 为 1842.62 和

1739.35，大于通常临界值 10；进一步根据 Stock 和

Yogo 的方法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1545.178 和 1453.000⑤，均

远大于 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 10% maximal
IV size: 16.38；15% maximal IV size: 8.96)， 说明并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此外，不可识别检验结果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变量综合指数 0.3279 0.2530
长子（女）随迁 是否将长子（女）带入务工地生活 是=1 否=0 0.6333 0.4819
全部子女随迁 是否将全部子女带入务工地生活 是=1 否=0 0.6114 0.4874

性别 男性=1 女性=0 0.5856 0.4926
年龄 年龄（岁） 34.0781 6.0967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取值 1-5 3.7363 0.9669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学历=1，初中学历=2，高中/中专学历=3，

大专学历=4，本科及以上学历=5
2.2583 0.7490

配偶年龄 配偶年龄（岁） 33.8295 6.2023
配偶教育 配偶教育程度（定义同教育程度变量） 2.2348 0.7594
配偶随迁 配偶是否随迁 是=1 否=0 0.9191 0.2726
老家田地 户籍地老家田地（亩） 4.0373 10.9070
流动时间 本次流动到务工地的时间（年） 4.8208 4.5155
市内跨县 流动范围为市内跨县 是=1 否=0 0.0312 0.1737
省内跨市 流动范围为省内跨市 是=1 否=0 0.4095 0.4917
跨省流动 流动范围为跨省流动 是=1 否=0 0.5593 0.4965
城镇工作 工作区域为城镇 是=1 否=0 0.3440 0.4750
县城工作 工作区域为县城及城乡结合部 是=1 否=0 0.2170 0.4122
市区工作 工作区域为市区 是=1 否=0 0.4388 0.4962
职业属性 高端岗位=1 低端岗位=0 0.2827 0.4503
建筑行业 所在行业为建筑行业 是=1 否=0 0.0575 0.2329
制造行业 所在行业为制造行业 是=1 否=0 0.3268 0.4691
服务行业 所在行业为服务行业 是=1 否=0 0.6068 0.4884
其他行业 所在行业为其他行业 是=1 否=0 0.0087 0.0929

培训 是否接受过免费培训 是=1 否=0 0.2845 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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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Kleibergen-Paap rk LM 统 计 量”P 值 均 为

0.0000，说明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综合上

述检验可以确定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工具变量合理性检验得以通过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 STATA 软件对模型进行处理效应估计

（TEM）， 似然比检验结果显著拒绝 ρμε=0 的原假

设，说明模型存在一定的内生选择偏差，运用处理

效应估计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关于长子（女）随迁

和全部子女随迁模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如

表 2 所示。 从就业质量方程（模型 2 和模型 4）可

以看出，无论是长子（女）随迁模式还是全部子女

随迁模式， 子女随迁行为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

响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两种随迁模式

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也较为接近。 从而，

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得以验证。
子女随迁使农民工父母从子女获得的效用中

实现了间接效用的增加， 同时其主观福利效用也

得以提升， 这都有助于其形成满意的劳动供给意

愿和积极的劳动供给行为， 进而有助于提高城市

就业质量。 从就业质量方程的其他变量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个体特征上，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家庭特征上，配偶随迁以

及配偶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也具有明显

的促增效应；流动特征上，流动时间对农民工就业

质量的正向影响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相较于市内跨县流动模式，省内跨市和跨省流

动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就业质量；工作特征上，工

作区域为市区、 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民工的就业质

注：*、**、***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2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长子（女）随迁 全部子女随迁
模型 1

随迁方程

模型 2
就业质量方程

模型 3
随迁方程

模型 4
就业质量方程

子女随迁 — 0.0762***(0.0136) — 0.0787***(0.0138)
性别 0.0172(0.0416) 0.0034(0.0063) 0.0012(0.0414) 0.0031(0.0063)
年龄 -0.0048(0.0058) 0.0004(0.0008) -0.0100*(0.0057) 0.0004(0.0008)

健康状况 0.0517***(0.0183) -0.0009(0.0028) 0.0502***(0.0182) -0.0009(0.0028)
教育程度 0.1017***(0.0316) 0.0529***(0.0047) 0.1071***(0.0313) 0.0527***(0.0047)
配偶年龄 -0.0147***(0.0057) 0.0013(0.0008) -0.0156***(0.0056) 0.0014(0.0008)
配偶教育 0.0588*(0.0311) 0.0250***(0.0046) 0.0826***(0.0308) 0.0244***(0.0047)
配偶随迁 1.5260***(0.0890) 0.0513***(0.0126) 1.6393***(0.0965) 0.0521***(0.0126)
老家田地 -0.0004(0.0015) -0.0002(0.0002) -0.0001(0.0015) -0.0002(0.0002)
流动时间 0.0325***(0.0042) 0.0045***(0.0006) 0.0332***(0.0042) 0.0044***(0.0006)
省内跨市 -0.0322(0.1204) 0.0344**(0.0159) -0.0862(0.1206) 0.0336**(0.0159)
跨省流动 -0.2637**(0.1226) 0.0531***(0.0164) -0.3510***(0.1228) 0.0512***(0.0165)
县城工作 -0.0400(0.0499) 0.0015(0.0078) -0.0254(0.0495) 0.0013(0.0078)
市区工作 -0.0793*(0.0483) 0.0433***(0.0074) -0.0551(0.0477) 0.0427***(0.0074)
职业属性 0.0972**(0.0418) 0.0274***(0.0063) 0.0870**(0.0413) 0.0274***(0.0063)
建筑行业 0.2475(0.1918) -0.1207***(0.0311) 0.0948(0.1919) -0.1176***(0.0311)
制造行业 0.1729(0.1788) 0.0825***(0.0292) 0.0687(0.1793) 0.0846***(0.0293)
服务行业 0.2250(0.1787) 0.1114***(0.0292) 0.1380(0.1792) 0.1097***(0.0293)

培训 0.0166(0.0422) 0.0435***(0.0063) 0.0347(0.0419) 0.0432***(0.0063)
社区平均随迁率 2.6974***(0.0812) — 2.6501***(0.0810) —

城市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χ2 1702.80*** 1700.70***
LR test ρ=0 10.80*** 13.23***

观测值 7223 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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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对较好， 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就业

质量要好于建筑行业农民工就业质量。
（二）子女随迁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异质扩

展分析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 2， 从家庭特征和工作特

征两方面初步分析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质

量影响可能存在的群内差异。 家庭特征上，本文选

取户主性别和家庭结构两个异质指标。 处理效应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长子（女）随迁和全部

子女随迁两种模式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

影响略高于女性， 反映出子女随迁行为对农民工

父母就业质量的作用存在着性别差异。 在本文的

研究样本中，配偶随迁比例超过 90%，说明随着子

女随迁至城市务工地， 绝大多数随迁家庭的农民

工父母都将面临子女抚育责任的分配。 较多研究

发现， 虽然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特征日渐式

微， 但是流动农民的外出安排和家庭分工依然存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差异（金一虹，2010），
女性农民工处于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考虑， 往往

会阶段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或选择时间灵活的非正

规工作，这将限制其职业发展并影响工资待遇，从

而影响就业质量的提升。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独

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 以考察家庭结构在随

迁行为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

质性。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子女随迁对多

子女家庭的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较之

独生子女家庭更加明显， 这种促增效应在全部子

女随迁的多子女家庭中最为强烈。 理论而言，随迁

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农民工父母对子女抚育投入的

加大，并压缩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从而不利于就业

质量提升。 本文实证结果则说明，全部子女随迁带

来的家庭团聚效应和激励作用要大于为此投入的

时间和金钱， 同时会强化农民工父母的劳动供给

意愿，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
工作特征上， 本文选取雇佣形态和就业质量

两个异质指标， 考察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

质量的影响。 一方面，根据雇佣形态将研究样本划

分为雇员、雇主和自营劳动者三个子样本，运用处

理效应模型分析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

响是否存在雇佣形态差异。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长子（女）随迁和全部子女随迁两种模式对三种雇

佣身份农民工的 就 业 质 量 都 存 在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 其中对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影响效应基本一致， 但对雇主身份农民工的

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最为强烈。 相较于雇主而言，
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一般需要投入更长的劳动时间

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待遇， 即使子女随迁能够通

过家庭团聚效应以及激励效应等提高农民工父母

的就业积极性， 但也势必会影响其劳动供给的稳

定性，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随迁行为对就业

表 3 基于家庭特征区分的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异质影响

注：*、**、***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处理效应模型

男性户主 女性户主 独生子女家庭 多子女家庭

长子（女）随迁 0.0798***(0.0204) 0.0705***(0.0182) 0.0659***(0.0166) 0.0776***(0.0227)
全部子女随迁 0.0831***(0.0203) 0.0721***(0.0185) 0.0659***(0.0166) 0.0815***(0.0229)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230 2993 4013 3210

表 4

注：*、**、***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处理效应模型

雇员 雇主 自营劳动者

长子（女）随迁 0.0725***(0.0168) 0.2349***(0.0439) 0.0854***(0.0194)
全部子女随迁 0.0766***(0.0171) 0.2243***(0.0435) 0.0844***(0.019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288 699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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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随迁在不同就业质量分位点上的异质效应

质量的促增效应。
本文还通过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子

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分布在不同分位点上的

异质效应。 在 Frolich 和 Melly（2013）的分位数处

理效应模型中，工具变量需唯一且为二值变量。 在

分位数处理效应估计中本文仍选择社区平均子女

随迁率作为工具变量， 同时以 50%为标准将社区

平均子女随迁率转化为虚拟变量（1=高随迁率；0=
低随迁率）。 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不同分位点的

影响存在差异，在 10%和 25%分位点，长子（女）随

迁和全部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

均不显著；在 50%分位点，两种随迁模式对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在 75%分位点，影响效

应进一步增强，但在 90%分位点，子女随迁对农民

工父母就业质量的影响变得并不显著， 且呈现微

弱的负向影响。 总体来看，子女随迁对中高分位点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更为突出， 而对低分

位点和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并不

显著。 在低就业质量水平阶段，农民工往往需要更

长时间的劳动供给才能维持和提升自身的就业待

遇， 此时子女随迁所带来的抚育投入对父母工作

时间的挤压效应更为明显。 而在高就业质量水平

阶段， 农民工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和更好的工作

待遇，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将不断提高（叶静怡

等，2017）， 倾向于在子女抚育上投入更多金钱和

精力， 家庭迁移目标的提升使得随迁行为对这部

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边际贡献渐趋缩小。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
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对上述模型的实证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一般的倾向得分匹

配在第一阶段估计得分时存在不确定性， 具有较

强的主观色彩， 同时非精确匹配一般也会存在偏

差，本文采用 Abadie 和 Lmbens（2011）提出的偏差

校正方法，通过回归方法估计偏差，以得到“偏差

校正匹配估计量”。 偏差校正匹配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未做偏差校正的模型通过一对四匹配来估

计平均处理效应 ATT， 使用的权重矩阵为主对角

线元素为各变量样本方差的对角矩阵之逆矩阵，
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偏差校正 1； 偏差校正 2 是以

样本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为权重矩阵， 并通过马

氏距离进行匹配。 SATT1 和 SATT2 分 别 以 长 子

（女） 随迁和全部子女随迁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从表 6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通过偏差校正匹配

后，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作用程度

虽有所下降，但仍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本

文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一般而言， 子女教育是农民工做出随迁决策

的主要动机，而且即便随迁到务工地，农民工对学

龄前和学龄段子女投入的照顾精力也不同， 那么

学龄前和学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是否会影响农民

工的就业质量。 本文通过重新定义变量进行检验

（随迁家庭中只要有一位儿童处于学龄前或学龄

段即入选对应样本），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学龄前随迁和学龄段随迁对农民工就业

表 5

注：*、**、***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偏差校正匹配估计结果表 6

注：*、**、***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检验。

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

θ=0.10 θ=0.25 θ=0.50 θ=0.75 θ=0.90
长子（女）随迁 0.0061(0.0141) 0.0105(0.0154) 0.2117***(0.0522) 0.2959***(0.0514) -0.0001(0.0165)
全部子女随迁 0.0063(0.0156) 0.0103(0.0169) 0.2162***(0.0488) 0.3298***(0.0228) -0.0005(0.0173)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就业质量

SATT1
SATT2

未做偏差校正 偏差校正 1 偏差校正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0.0498*** 0.0071 0.0371*** 0.0071 0.0331*** 0.0061
0.0485*** 0.0071 0.0371*** 0.0071 0.0329*** 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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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影响比较一致。 此外，本文通过进一步估计

随迁子女数量和留守子女数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差异化影响， 进 而 佐 证 研 究 结 论。 从 表 7 的

2SLS 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迁子女数量对农

民工父母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留

守子女数量明显抑制了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提

升。 上述结果均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设定研究假说， 系统地

考察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影响，详

细地分析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模式是否有助于提

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利用国家卫计委 2014 年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工具

变量回归以及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方法， 对研究

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长子

（女）随迁还是全部子女随迁，子女随迁均显著促

增了农民工父母的就业质量。 同时，子女随迁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基于家庭特征和工

作特征的异质效应：从家庭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

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略高于女性农民

工， 对多子女家庭的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正向

影响较之独生子女家庭更加明显， 尤其是在全部

子女随迁的多子女家庭中， 这种促增效应最为强

烈；从工作特征来看，子女随迁对雇员和自营劳动

者身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正向作用基本一致，
但对雇主身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最为

强烈， 同时子女随迁对中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促增效应更为突出， 而对低分位点和高分位

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并不明显。

子 女 随 迁 虽 然 在 短 期 内 增 加 农 民 工 父 母 在

务工地的家庭消费，但长期来看却有助于持续提

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和家庭稳定性，这 正 是“人 的

城镇化”所希冀达到的理想目标。 因此，本文的研

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 一，鉴 于 子 女 随

迁对农民工父母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迁入地政

府应以近两年中 央 一 号 文 件 中 针 对 农 民 工 子 女

随迁的相关政策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细化完善相

应的制度设计，尤其是适度放宽子女随迁教育在

父母就业、居住年限、社保等方面的准入条件，稳

步推进农民工子女异地中高考制度改革，以有效

回应农民工群体的家庭随迁诉求，从而有助于提

高其主观福利效用以及就业质量。 第二，子女随

迁对农民工就业 质 量 提 升 的 积 极 效 应 主 要 源 自

家庭完整性所带来的多方效用增加，因此政府应

注重以家庭为单位、从社区层面不断完善针对流

动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就业等 方 面 的 公 共 服 务

供给，通过提升家庭整体福利来解除随迁家庭农

民工父母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劳动供给意愿和供

给能力。 第三，针对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

影响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政策层面应注重区分不

同特征农民工家庭差异化的随迁诉求， 分群体、
有重点的推动子女随迁政策的细化和落地，充分

发挥随迁公共政 策 对 不 同 农 民 工 群 体 就 业 质 量

提升的“靶向”效应。
当然，由于问卷信息限制，本文仅能借助于可

掌握的数据尝试性研究子女随迁行为影响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可能路径， 尚无法将这种影响机制具

体深化， 同时截面数据也无法有效观测农民工家

庭迁移决策与其就业选择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学龄段前后子女随迁和随迁（留守）子女数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表 7

注：*、**、***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水平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处理效应模型 2SLS 模型

学龄前随迁 学龄段随迁 随迁子女数 留守子女数

随迁变量 0.0989***(0.0165) 0.1132***(0.0196) 0.0645***(0.0096) -0.0616***(0.0099)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χ2 1665.40*** 1661.34*** — —
LR test ρ=0 31.04*** 24.04*** — —

Hausman 检验 — — 31.02（P=0.0000） 18.88（P=0.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 — 600.654 593.630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 — 0.6095 0.1416
观测值 7223 7223 7223 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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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有待在掌握相应跟踪调查数据后进行拓展

研究。

注释：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
21.html。

②一般而言， 年满 16 周岁的农民工子女一般都会进

入寄宿制高中或步入社会工作，因此本文研究主要考虑未

满 16 周岁的农民工子女样本。

③考虑到自我经营就业者与工资性就业者的差异，自

我经营就业者不需考虑劳动合同情况，其客观就业质量指

数采用其他几个指标进行等权平均法加权计算。

④根据 2014 年国务院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的通知》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本 文 依 据 城 区 常 住 人

口在 500 万以下、500-1000 万、1000 万以上将样本城市划

分为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三类。

⑤在只有一个内生解释变量的情况下，F 统计量应与

最小特征统计量相等， 但由于这里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故

两个统计量有一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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